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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有别：关系如何影响道德责任归因

郭　喨１，２

（１．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８；２．浙江大学 科技与法律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８）

［摘要］道德责任归因是对道德责任进行认定与划分的过程。综合考察发现，人们在进行道德责任归因时
会受到“人际关系”与“角色类型”的影响：与归因者利益关系的亲疏远近，会决定归因者对其“内部归因”

还是“外部归因”；对特定角色、特定行为的期待会影响归因；“区分你我”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人们往往对
自己与他人采用不同的归因标准：在自我责任归因中，适用于他人责任归因的特点和免责条件失效了，对
自己倾向于内部归因，免责条件较之他人也更为苛刻。证据展示了人类“道德责任归因”的特殊性与复杂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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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通常被视为伦理学的

核心概念，相应地，道德责任与道德责任归因构

成了道德哲学的核心议题。一般认为，“道德责

任归因是指依据行为者的特定行为或疏漏而在

道德上值得称赞与奖励、责备或惩罚的状态，以

及对责任（或荣誉）进行认定与划分的过程。”①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指出，道德责任只

能归于“理性主体”，“理性”意味着人的行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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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自愿选择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后来
的“选择的可能性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尽
管亚里士多德的世界秩序已经破裂，但是它并
没有将美德（和恶习）带到历史的坟墓中。”［１］维
也纳学派奠基人石里克（Ｓｃｈｌｉｃｋ　Ｆ　Ａ　Ｍ）指出，
“伦理学的中心问题是对道德行为的因果解
释”［２］（Ｐ３９９），也就是研究“责任归因”问题。在石
里克看来，“伦理学是一种事实的解释，伦理学
的中心问题是解释道德行为的原因。”研究“实
际被视为行为准则的东西是什么”的规范伦理
学问题“空洞无味”，而研究“它为什么被看作是
行为准则”的问题则导向深刻性［２］（Ｐ３９８）。无论
“有趣”还是“空洞”，伦理学都需要清晰的事实
基础———“责任归因”是什么。
道德哲学的研究传统上认为，人们进行道

德责任归因具有相对统一的机制。然而，实际
上传统思辨的模型与真实的归因有时存在不小

的差异。有研究指出，情感和记忆在道德判断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脑成像技术“对依赖‘意志
自由’进行道德责任评判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提
出了挑战”［３］。经典道德责任归因理论将“控
制”视为道德责任归因的首要因素，而事实却是
“‘部位’与‘责任’的相关度大于‘控制性’，‘部
位’对责任归因的解释力也强于‘控制性’”，“部
位”取代了“控制”成为责任归因的首要因素［４］。
造成这类差异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人类在道
德责任归因的过程中其实“相当随性”，道德责
任归因中的人际差异非常显著，值得重视。

　　一、人际关系与责任归因

就本质而言，人是社会性动物。亚里士多
德曾极富先见地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这一
点：“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些生
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
不是人类。社会从本质上看是先于个体而存在
的。那些不能过公共生活，或者可以自给自足
不需要过公共生活，因而不参与社会的，要么是
兽类，要么是上帝。”这段话也出现在埃利奥特
·阿伦森（Ｅｌｌｉｏｔ　Ａｒｏｎｓｏｎ）的名著《社会性动

物》一书的扉页。马克思同样强调了这一点：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
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５］（Ｐ１８）这
被简化为著名的命题———“人的本质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而广为传播。可以合理预测，人
的社会角色及相应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对责任
归因产生影响。事实的确如此。

这种“普遍人性”非常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
道德责任归因，事实上“普遍人性”还在相当程
度上决定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参与等公共生
活的诸多方面。在人际关系和角色类型影响归
因方面，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

一是人们在进行责任归因时会考虑“人际
关系”与“角色类型”。王茹等学者指出，“当人
们处在不同的立场并且与情境中的人物有一定

的关 系 时”，人 们 的 归 因 可 能 会 有 所 不
同［６］（Ｐ１８２４）。他们通过Ｌｉｋｅｒｔ７点量表，对１２０名
被试进行了调查。问卷通过角色扮演，引入了
被试与行为者的三种不同人际关系：朋友、陌生
人与竞争对手。通过情境引入、呈现行为经过
和考察归因过程及好感度变化，发现“角色类型
主效应及其与人际类型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人际关系类型主效应显著（Ｐ＜０．０５）”，“角色
类型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人际关系类型主
效应及其与角色类型的交互作用均显著（Ｐ＜
０．０５）”，具体而言，“角色类型在朋友水平上达
到了显著性水平”，而“人际关系类型在自己水
平上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我们期待
着朋友能扮演好他／她的“角色”———因为朋友
是困境之中我们可以求助的人，而“自己”也应
该明白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与他人之间的
关系。在人际类型的变异来源为“自己”时，简
单效应分析中，“朋友（４．９０±１．７１）＞竞争对手
（２．９０±１．３７）＞陌生人（２．８０±１．４０”［６］（Ｐ１８２５），

这表明，事实上人们的确明白自己的“人际位
置”，并在努力满足社会的“期待”———“自己”一
旦和“朋友”角色互换，就可以非常有效地解释
该研究，并整合该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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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与自己利益关系越密切，对于负性结
果人们越倾向于对其“外部归因”———这有助于
他／她减轻责任以及相继而来的惩罚；与自己的
关系越疏远，人们越倾向于对其“内部归因”，这
会导致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惩罚———这或许对
我们是“有利”的，特别是当被归因者是竞争对
手时尤其如此。“在内部归因维度上，角色类型
在朋友水平上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即在角色类
型为自己时更愿意相信朋友的行为是外部原因

所致”［６］（Ｐ１８２６）。将负面结果归结为“不得已”的外
因更有助于维护被试的尊严、自信和社会声誉，
即被试“人缘不错”，且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三是在责任归因中，我们对特定角色的行

为期待会影响归因。在“朋友不帮助”案例中
（“肖天”放弃了帮助被两个社会青年围住的
“我”或“小阳”，“远远地经过，走了”），“虽然朋
友与自己比朋友与他人在归因上更偏向外部归

因，但是朋友与自己的情感变化要比朋友与他
人大得多”。负性结果的外部归因较之内部归
因更像是一种“免责归因”，即“不得已而为
之”———本情境中的外部归因为“肖天走开是因
为他没看到你／小阳被欺负”，是“客观原因”：在
相同的情境下，“朋友不帮助自己”较之“不帮助
别人”，被更多视为是“外部原因”所致———他不
是不愿意帮助我，只是没看到而已（因此，他一
旦发现我受困，很可能就会过来帮助我）；然而，
尽管理性上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情感上却还是
难以接受，于是产生了较大的落差（情感变化
大）。事实上，“朋友不帮助”情境下的外部归因
本身就有利于“我们”的社会声誉和尊严的维
持；而对朋友的“失望”也是一种促使朋友感到
内疚从而引发道歉、补偿以及敦促其后期改正
的动力。因此，这种反应是合理的，“患难见真
情”即是此种检验友谊的试金石。
对于“竞争对手不帮助”案例的情感变化也

说明了这一点：“对于竞争对手，人们的前后情
感变化最小，尤其当角色类型为自己时”。这是
由于“人们最初对竞争对手的感情基调就不是
很好，甚至并不期待其对自己或他人有什么帮

助”。没有期望，自然也就无所谓“失望”。不
过，“竞争对手”不帮助他人的行为仍然会引起
旁观者对其好感度的下降，“围观”的确是一种
“进步的力量”———对此我们或许都有所体会。
比如，哪怕是在陌生人面前也比独自一人时更
加慷慨。不过，在此“期望全距”可能发挥了某
种作用，以百分制计算，我们对朋友的期望通常
位于６０－１００分之间，对陌生人的期望可能位
于２０－８０分之间，而对竞争对手的期望很可能
只在０－４０分之间。②同样一件事可以轻易地引
发前者“剧烈的情感变化”而对最后者的影响则
“顶天不过４０分”，存在情感计量的“全距受限”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ｎｇｅ）问题；这既会导致“低相
关”的结果，也不利于进行比较。例如，中国 Ａ
股市场上市值旗鼓相当、不分伯仲的“贵州茅
台”［６００５１９］与“工商银行”［６０１３９８］的股价如
果“跟随大盘一起涨跌”，那么相同时间内“贵州
茅台”的变化幅度将轻易超越“工商银行”的变
化幅度———甚至“工商银行”的每股股价，③因
为“工商银行”的波动“全距受限”。
我们推测，如果将案例换成正性的即“帮

助”模式（“朋友帮助”“竞争对手帮助”“陌生人
帮助”），那么前后情感变化量大小的排序反而
会是：竞争对手＞陌生人＞好朋友：竞争对手给
了我们“惊喜”，陌生人展现了“温暖”，朋友则
“一如既往地可靠”。不过，这一推测需要实证
证据的支持。

　　二、“我”效应与自我责任归因

前文考察的都是他人责任归因判断，一旦
涉及主体自己，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社会心
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指出，自我中心思想
（ｅｇ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和自利偏差（ｓｅｌｆ－ｓｅｒｖｉｎｇ
ｂｉａｓ）是“自我”影响社会认知的两种一般方
式［７］（Ｐ１２４）。前者“自我中心思想”是说，“大多数
人倾向于更多地将自己视为事件的中心，而实
际上却并非如此”———在许多回忆录中都能看
到，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似乎发挥了比当时
真实情况更大的作用，“把自己看得就像一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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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演员，影响着事件的进程和他人的行为”；后
者“自利偏差”则是指个体倾向于“对自己的成
功进行性格归因，而对自己的失败进行情境归
因”［７］（Ｐ１２４－１２６）。总体而言，这将导致“好事归我，
坏事归他”的结果。这两个“一般方式”显著影
响到了所有与“我”有关的责任归因问题。

“孩子是自己的好”这一现象如此普遍以至
于可以当成一条法则。对此，有一种解释是“主
张与信仰／偏好的适应（耦合）”理论：“每个人都
偏爱自己的主张———不是因为这是他（她）想出
来的，而是该主张与他（她）的潜在信仰和偏好
相适应。”［８］（Ｐ８６）丹·艾瑞里（Ｄａｎ　Ａｒｉｅｌｙ）指出，
“一旦我们认为自己制造了某一事物，就会强烈
地感觉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它———我们就开始对
‘我们’创意的有用性和重要性做出过高的评
价。”［８］（Ｐ８９）

事实上，这种“我／他”的区分是人类与生俱
来的一种能力。阿伦森将之称为“内群体—外
群体效应”，即“人们加以分类的最常见的方式
是，将他们分为两个部分：属于‘我的’群体的
人，以及不属于‘我的’群体的人。”［７］（Ｐ１２）即便
“所有没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群体，也包括现代的
人类社会，都有一个‘敌人’的概念，一个‘他们’
和‘我们’这样的区分。”［９］“二战结束之后俄国
人和美国人彼此还将对方看成敌人和对手，从
逻辑上来说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从人
性上来说这却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终于
轮到美国和中国了；我相信人们不难理解为什
么中俄两国之间弥漫着一种亲密到暧昧的气

氛，不仅仅因为俄罗斯向我们输送石油、天然
气、Ｓ－４００“凯旋”防空导弹系统和我们暂时造不
出来的航空发动机，也不仅仅因为我们向俄罗
斯输出大量“中国制造”、质优价廉的义乌小商
品，更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美国。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恩怨情仇，就
有拉帮结派、勾心斗角。金庸借“任我行”之口
描述了“我／他”区分的普遍性，而“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这句话则展示了合作、结盟的可能和
“我／他”体系的复杂性。④一个较大的社群里的

众多“我／他”完全可以像常见的聚乙烯一样形
成聚合物，从而带来复杂的空间结构变化（～我

～他～我’～他’～我”～他”～）；这个高分子聚
合物体系中，任意相间的两个“我／他”都有一起
合作、成为朋友的可能性。⑤毛泽东认为，“谁是
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
的首要问题”［１０］，这个问题更是生活的首要问
题———区分“我／他”及“我们”和“他们”，对于一
个人的美好生活太重要了！

不难发现这里的层级结构：“我们／他们”之
间有显著的差异，所以可以说“ｌｉｑｕｉｄ　ｂｉｏｐｓｙ是
我们做得最好”；然而即使在同一类“我们”之
间，也还是可以再进行“我／他”的划分，所以你
不能跟你同实验室、同性别的师兄共享“孩子是
我们的好”。换言之，“我们”之中还可以而且应
该有“我／他”之分，直到切分为彻底不可再分、
个体的“我／他”。“人类之间这种区分你我的习
惯极为盛行”，“很多人类社会，包括我所居住的
最壮观的西方社会在内，都有一个重要特征，就
是它们都被层层分割。我们住在小家族里，这
些家族联合起来形成了部落，部落又联合起来
形成了部落联盟，以此类推。”⑥甚至在理查德
·亚历山大（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看来，道德和
法律也主要是为了“他们”而设置的：“道德法则
和法律一样，当初创设它们的目的好像并非明
显为了让人们在集体内和谐相处，而是让集体
能足够团结以威慑他们的敌人。”⑦区分你我、
彼此博弈，这构成了我们生存图景的主要内容。
赵汀阳清晰地论证指出，伦理道德的产生是一
个依赖于存在论运气的“奇迹”，“伦理来自弱者
之间的博弈均衡”［１１］。
简言之，“我们都是不可救药的部落动物”。

这一论断至今尚未过时。《狱中书简》的作者迪
特里希·朋霍费尔（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Ｂｏｎｈｏｅｆｆｅｒ）也曾
指出，“‘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可

９：４０）基督对其教会成员所划定的界限宽于他
的门徒所愿和所划定的。”⑧他在描述“基督的
整体性和排他性诉求”中明示，“孤立的排他性
要求会导致狂热和奴役，孤立的整体性要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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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教会的世俗化和自我放弃。”［１２］（Ｐ６８）这是一
种宗教性的“我们／他们”之分。可以将此种以
自我为中心、惠及“我们”并首先区分“我／他”的
认知特点和归因模式称之为“我效应”，这将会
对道德判断和责任归因产生深刻影响。
我们是“自我中心”（ｅｇｏｃｅｎｔｒｉｃ）的物种。

这是一种“普遍人性”。例如，人类对亲属的称
谓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所有的社会中，所
有的亲属关系都是根据某个中心个体来进行分

类的。我的父母不是你的父母，我的兄弟也不
是你的兄弟。”⑨“反认他乡是故乡”“误将他爹
当己爹”这种错误，有时会让人付出生命的代
价。１６２０年，乘坐五月花号的那１０３名美洲开
拓者中，一半以上的人由于严寒、食物短缺和疾
病相继死去———“最先死去的人所拥有的亲属
最少，而那些拥有父母以及其他亲属的人，则最
有可能存活下来”。在那些生死攸关的时刻，
“一个人能否存活下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
（她）当时拥有的亲属数量”［１３］（Ｐ２５９－２６０）。这是对
“我效应”合理性与有效性的确证。不过这并非
哲学家的新发现，“自我中心思想”与“自利偏
差”已经得到了社会心理学的透彻研究，我们关
心的是其认知特点和归因方式。

“我效应”在归因方式上表现明显：“自我责
任归因的方式具有明显的自我取向———人们在
面对不利情境时，普遍注重从自身角度寻找原
因，而较少怨天尤人、推卸责任。”他人责任归因
是一个二元结构模型，与自我责任归因不同，典
型差异体现在对“可控性”的相关判断上，主要
差异在两方面：归因部位与免责条件。
在归因部位上，自我归因实验中的被试倾

向于归于“外部的”（根据况志华实验，在０．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可变的（不稳定的）”，其原因
在于：“在那些由个人自身原因导致的挫折或失
败中，被试一般不将之归咎于不了解事实真相、
能力水平低下或细心程度不够，而是归因于努
力程度不够、重视程度不足、缺乏经验、对困难
估计不足或知识缺乏。”［１４］（Ｐ３４７－３４８）

在免责条件上，尽管理论表明在对他人的

归因中“不可控性”显著降低了相应的“责任”分
配，被试还是在对自己的归因中倾向于认为失
败是“可控的”；人们对自己反而更苛刻！“对于
那些由于自身不可控起因导致的挫折或失败，
并非如他人责任归因那样，被判定为无责任，而
是倾向于认定本人应承担部分责任。”［１４］（Ｐ３５２）这
可能与自尊（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有关，不可控原因所
致的失败可能有损自尊；在自尊与需要承担更
多责任之间，人们做出了必要的权衡———也许
压根都没有理性的“权衡”，只是交给了心智高
度自动化的进程。
人们对于自我的挫折或失败通常会归因于

“最高社会接受度”的那种；另一方面，个体（至
少是在实验中）也会积极承担责任。不过笔者
有点怀疑这受到了“实验者偏性”（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ｅｒ
ｂｉａｓ）的影响：理性的人们完全清楚实验者在期
待些什么，潜意识中他们也会助实验者一臂之
力。由于社会声誉的原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
或许都高估了自己的利他倾向”［１５］（Ｐ３４），都会尽
力扮演一个亲社会的角色———“勇于承担责任”
无疑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品质。约翰·Ａ·利斯
特（Ｊｏｈｎ·Ａ·Ｌｉｓｔｅｒ）指出，“实验室中的亲社
会行为比现实生活当中的更为显著，而且其水
平也往往高于现实生活。”———我们应当意识
到，在某种程度上，实验室中的被试很多时候是
在“表演”———特别是当涉及个人评价和社会声
誉时尤其如此。
换言之，个人自我责任归因中，适用于他人

责任归因的特点和免责条件失效了。这种差异
与“基本归因错误”（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ｒ－
ｒｏｒ）有一定关系。基本归因错误是指，“当描述
和解释社会行为的原因时，与情境和环境性因
素的影响相比，人们会过高估计人格和气质因
素的重要性。”［７］（Ｐ１２０）可控性对“自我责任归因”
而言，仅仅影响“程度”而不决定“是否”，“被试
似乎并不认为自己对于那些内在不可控起因招

致的挫折或失败不承担任何责任，只是责任程
度稍轻而已”［１４］（Ｐ３５４），这与他人责任归因的模式
大异其趣———是一种“必须要有人负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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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模型。由此引起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自
我／他人责任归因的机制差异原因在哪里？另
一方面，“可选择性”原则失效了吗？即，在“别
无选择”的情况下自已也要承担责任吗？⑩ 此
外，在责任情感方面，由于无论“是否可控”都负
有责任，因此负性结果情境中被试的情感体验
以“自我生气或自我责备”为主。这种“生气”或
者“责备”的由来可能是“虚拟对标”的存在，即
那些“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想象。“本来可以
做得更好”属于“反事实条件句”或“反事实思
维”（ｃｏ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哲学上由莱布尼
茨提出、刘易斯和克里普克各自建构的“可能世
界”（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理论、模态逻辑对此都有所
贡献。张家龙指出，“给定了一个可能世界语义
的框架（Ｗ，Ｒ）就可决定一个模态代数，由（Ｗ，Ｒ）
决定的模态代数和（Ｗ，Ｒ）是等价的，即一个命题
在（Ｗ，Ｒ）上有效当且仅当它在（Ｗ，Ｒ）所决定的
模态代数上有效。”［１６］这种“可能世界”在我们头
脑中真实存在。我们并不关心“本来可以做得
更好”的反事实语义问题，这种“生气”或者“责
备”强调的是情绪的价效，较之他人责任归因中
人们更容易产生的“同情”（怜悯）或“帮助”而
言，这种“我／他”之间的区分是值得注意的。笔
者认为，此种情感的区分是“我效应”的体现，与
“期望”有关，“期望”非常重要。例如，在心理博
弈（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ａｍｅｓ）之中，“博弈方是通过
自己的实际收益与他期望中的公平收益的比较

来判断对方是否对他善意的，进而决定自己的
策略。”瑏瑡人们对自己往往有着高于“他人平均”
表现或者平均绩效的期待———通常这种期待不
是“高于平均”而是“远高于平均”，该种“生气”
或者“责备”的情感恰恰是高期待与现实落差冲
突的体现。

　　三、结论与讨论

由此可见，“责任归因”并没有扶手椅哲学
想象中那样稳定的结构，它可能对人际关系、角
色定位、“我效应”等多种因素敏感；研究者指
出，它还受到“直觉与深思”“抽象与具体”“远与

近”等因素的影响［１７］，从而表现出“不客观”的
一面。然而，这恰恰展示了人类“道德责任归
因”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些经验事实的发现，

有待整合到新的基于实证基础的道德责任理论

中去，有助于我们收获一种更具解释力和预测
力的伦理学理论。

［注释］
① 这一定义首次约定在《“善良”还是“软弱”———道德责任

归因的经验证据与人际差异》（郭喨，《当代中国价值观研

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中。现有研究较多聚焦于对负面结

果之“责备或惩罚”的认定与划分，而较少关注对正面结

果之“称赞与奖励”的认定与划分，这是对“责任归因”作

狭义理解与广义理解的差异。

② 对朋友有“及格水平”以上的期待应该不算过分；但其上

限１００分只有在可以性命相托、一起扛过枪的生死战友

以及俞伯牙与钟子期这种传奇中实现，对朋友的期望值

在７０－９０分的阶段会更加集中。

③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贵州茅台上涨了４０．２１元，涨幅为

２．５３％；而工商银行上涨了０．０１元，涨幅为０．２０％。前者

的涨幅已远远超过后者的当日最高股价（５．１０元）甚至历

史最高股价（９元，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这就是全距受限。

④ 比如在三国时代，看起来一团和气的蜀国其实同样是“你

我分明”、山头林立。被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夸赞“此

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的费祎、董允

等人，都是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集团”成员（不过诸葛亮

荐才、用才总的来说还是公平的），而屡屡在诸葛亮北伐

过程中设置种种障碍的则是以李严为代表、后被打压下

去的“东州集团”。东州集团的失势并非蜀国“你我之分”

的终结，而是“益州集团”与“荆州集团”角力的开始。最

后公元２６３年，以劝主投降闻名的益州集团谯周成功劝

说后主刘禅降魏，最终实现了益州集团偏安守成的政治

诉求，而谯周本人也籍温庭钧的妙手在中国文学史上留

下了“从此谯周是老臣”的独特名声。

⑤ 群体结构，合作、背叛、博弈、进化是社会科学常研常新的

母题。一项新近的研究显示了人口结构和时间对合作的

影响，指出较之静态网络，时序网络（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更能促进合作（Ｌｉ　Ａ，Ｚｈｏｕ　Ｌ，Ｓｕ　Ｑ，ｅｔ　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　１１，

２２５９（２０２０））。

⑥ ［英］马特·里德利．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

［Ｍ］．吴礼敬，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４２－１４４。

在动物中也已经被观察到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弗朗斯·

８２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５卷



德瓦尔（Ｆｒａｎｓ　ｄｅ　Ｗａａｌ）在《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

权力与性》中详细描述了大妈妈、耶罗恩、鲁伊特和尼基

之间的恩怨情仇，也宣告了“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

黑猩猩中“首领”强大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善于与雌性黑猩

猩和年轻的其他猩猩进行联盟合作。

⑦ 转引自：［英］马特·里德利．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

作的进化［Ｍ］．吴礼敬，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６６。

⑧ 见［德］朋霍费尔．伦理学［Ｍ］．胡其鼎，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７：６７。朋霍费尔指出：“‘不与我相合的，就是

敌我的。’（太１２：３０）”，并认为“耶稣的这两句话必然是

相辅相成的”（《伦理学》第６８页）。

⑨ ［美］Ｄ·Ｍ·巴斯．进化心理学［Ｍ］．熊哲宏，张勇，晏倩，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５１。具体观点为

Ｄａｌｙ，Ｓａｌｍｏｎ和 Ｗｉｌｓｏｎ于１９９７年提出。

⑩ 一些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实证报告“是肯定的”。在“责

任归因”的系列论文中，笔者也给出了肯定回答。

瑏瑡 转引自：叶航，陈叶烽，贾拥民，等．超越经济人［Ｍ］．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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